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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
（试行）》的政策效果预评估

张网成

【摘　　要】文章利用马－萨综合模型，对新近出台且将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起实施的
《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 （试行）》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预评估。评估发现，该文件的
出台无助于改变目前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执行效果欠佳的不利局面。就政策问题本身而言，
虽技术简单可用和目标群体行为改变不大都是有利因素，但目标群体的巨大规模和强异质
性都是不利因素。就法规建构执行能力而言，虽政策本身连贯一致是有利因素，但政策目
标和政策手段之间缺乏因果联系、未设定执行机构和未配置执行人员等都极为不利。就非
法规因素而言，高层重视是有利条件，社会经济环境却利弊兼具，而媒体的不关注、公众
的不支持、利益团体的冷漠和执行官员的无助均很不利于政策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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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被认为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的基础制度，是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推进志愿服务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一直以来受到各级政府志愿服务主管部门的重视。① 我国志
愿服务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１９９９）即提出要建立 “小时志愿服务
制度”。２００２年共青团中央出台的 《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 （试行）》也提出要 “探索注册志愿者
服务时间储蓄制度”。２００５年民政部主管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出台的 《中国社区志愿者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也要求在社区志愿者证上记录服务信息。为了促进和规范全国志愿服务记录工作，２０１２年
民政部出台了 《志愿服务记录办法》（民函 〔２０１２〕３４０号）（以下简称 《办法》）；２０１４年中央文明
委出台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文明委 〔２０１４〕３号），将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列为需
要建立健全的四项制度之一。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记录主体不清、格式不一等问题，民政部在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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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发布了全国性行业标准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ＭＺ／Ｔ０６１－２０１５）（以下简称 《基本规
范》），并联合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于２０１５年８月出台了 《关于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 〔２０１５〕１４９号） （以下简称 《意见》）。２０１６年全国人大颁布的 《慈善法》

要求慈善组织 “应当对志愿者实名登记，记录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内容、评价等信息”。２０１６年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文明办 〔２０１６〕１０号）

更明确要求 “全面推行志愿服务记录制度”。２０１７年国务院颁布的 《志愿服务条例》（国令第６８５号）
（以下简称 《条例》）也明确要求志愿服务组织如实记录志愿服务信息，并按统一标准录入民政部门
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建设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但迄今为止，志愿服务
记录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并不理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册成为志愿者但不参加志愿服务
的人员比例很高，一项针对北京 “志愿家庭”的调研发现，已注册但未参加过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比
例高达３６．８％；① 二是从事志愿服务却未注册成为志愿者从而未在志愿服务系统中留下记录的人员
比例也很高，一项覆盖全国十一个省市的调研发现，提供过志愿服务的调查对象中有３０．７％的人并
非注册志愿者；② 三是实名注册志愿者中有志愿服务记录的人员比例很低，根据中国志愿服务网提供
的最新信息，有服务记录的注册志愿者占全国注册志愿者的比例仅为２０．７％，比例最低的省份江苏
只有０．０７％，比例最高的上海也不足６４．３％；③ 四是记录信息不全的比例很高，如２０１６年组织过志
愿服务的志愿团体中仅有２４．５％进行了登录。④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信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大部分实际发生的志愿服务并未进入志愿服务记录系统。

从政策执行效果的角度看，迄今为止，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实施是不成功的。是政策设计本身
存在问题，还是政策执行过程出了问题？对此，目前学界尚缺乏必要的研究。⑤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民政部发布了 《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新办法》）。

从内容看，与之前的政策文件相比较，《新办法》有了多处修改和增补。《新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
弥补此前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不足，从而有效推动我国志愿服务记录工作的开展，尚未可知。本文
将运用政策过程模型，对包括 《新办法》在内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进行政策效果的预评估，并根据
评估结果提出改进建议。

二、分析模型的选择

传统上，政策执行研究一直处于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的边缘位置，研究者们往往对政策制

定或规划更感兴趣。⑥ 然而，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起，学术界开始注意到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
存在巨大的鸿沟，并逐渐认识到政策执行的重要性足以与政策制定相提并论。美国政治学家艾利森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甚至认为： “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１０％，而其余的

４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网成、郭新保：《志愿家庭：北京经验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６页。

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２页。

中国志愿服务网提供的全国志愿服务实时统计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ｃ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

２０１６年末，中国志愿服务网收录的志愿团体数为２８．７万个，而根据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６年全国志
愿团体数为１１６．２万个。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第８４页。

笔者在ＣＮＫＩ文库的 “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Ｉ辑”和 “社会科学ＩＩ辑”三类文献中以 “政策执行”“政策过程”“政策实
施”为主题词搜索发现，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期间，分别有文献６４１４篇、２９５２篇和５６９１篇，但其中没有一篇
与志愿服务记录有关。

唐晓英：《政策过程的基本模式及其发展取向》，《学术交流》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第４９～５３页。



９０％取决于有效的执行。”① 所谓政策执行，可以理解为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

实施、协调与监控等行为，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
过程。② 在政策执行研究过程中，西方学术界先后形成了三种分析视角：一是上层决策者主导的 “自
上而下”视角，二是基层实施者优先的 “自下而上”视角，三是多层面互动的整合视角。③

马－萨综合模型 （Ｍ－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是政策执行 “自上而下”视角中最具代表性的分析模
型，由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马斯梅涅 （Ｄ．Ａ．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和萨巴迪耶 （Ｐ．Ａ．Ｓａｂａｔｉｅｒ）于１９７９年
在其合著的 《公共政策执行：一个分析框架》一文中提出。马－萨综合模型提出的政策执行分析框
架是将政策执行过程的各个阶段视为因变量，将影响政策执行的诸因素视为自变量，将政策执行看
作一个受多种变量在各个阶段相互影响的动态、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变量沿着政策实
施———产出———影响———评估———修正方向循环演进，政策的优劣得到展现和调整，而自变量的各
个具体的因素也影响着政策执行的过程。在马－萨综合模型中，政策执行影响因素自变量有１７个具
体变量，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 “问题的易处理性”（ｔｒａ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反映政策问题本
身处理起来的难易程度，包括４个自变量：（解决政策问题所需）技术的可用性，目标群体行为的差
异性，目标群体占人口的比例，目标群体行为被要求改变的程度。第二类是 “依法组织实施的法定
能力”（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反映现有立法制度及行政命令构建政策实施
过程的能力大小，包括７个自变量：（政策所含）因果理论的恰当性，政策指令的确定性，（政策执
行机构获得）财政资源的充裕程度，执行机构内及机构间的层级整合程度，执行机构的决策规则对
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执行人员配置，其他行动者的正式参与倾向。第三类是 “影响实施的非法定
变量”（ｎｏｎ－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反映法令之外的环境因素对政策实施的支
持程度，包括６个自变量：（影响政策目标达成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媒体对政策问题的关注
程度，公众对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选民团体的态度和资源，高层领导的持续支持，执行官员的态
度和领导技能。④

作者之所以选择马－萨综合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因为与其他模型相比，

马－萨综合模型不仅将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要素进行了明确的归类，有助于厘清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相互关系以及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制约关系，而且还系统、全面地囊括了影响政策执行的具体
变量，涵盖政策执行主体、客体、环境等各个方面，因而适用于分析志愿服务记录这样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其次是因为马－萨综合模型 “自上而下”的分析取向符合中国政策执行的实践模式，即
“中央制定政策，地方分解并执行政策”。⑤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也是高位推动、层级加压、自上而下贯
彻落实，因此选择马－萨综合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在大方向上是合适的。再次是因为国内学者运用马

－萨综合模型分析中国政策执行实践案例较多，能为作者在本文中运用模型进行分析提供有益的借
鉴和启示。如张晓东运用马－萨综合模型分析了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农村包产到户和水污染治理
等三项政策的实施，指出马－萨综合模型虽是分析、预测政策实施的权威理论，但运用时应考虑实
际的问题和背景。⑥ 周淼用马－萨综合模型分析了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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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需要进行调整的观点。① 郑石明等采用我国３０个省份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排污费
征收面板数据，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实证检验基本验证了马－萨
综合模型在中国特定政策情景下的适用性。② 张村鹤借鉴马－萨综合模型，归纳出政策本身、政策资
源、执行组织、目标团体、政策监督等适用于研究主题的五类变量，并以此解释了南阳市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为何能取得较好的执行效果。③

表１　马－萨综合模型中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因素

１．问题的易处理性 ２．依法组织实施的法定能力 ３．影响实施的非法定变量

１．１技术的可用性 ２．１因果理论的恰当性 ３．１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

１．２目标群体行为的差异性 ２．２政策指令的确定性 ３．２媒体对政策问题的关注程度

１．３目标群体占人口的比例 ２．３财政资源的充裕程度 ３．３公众对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

１．４行为被要求改变的程度 ２．４执行机构内及机构间的层级整合程度 ３．４选民团体的态度和资源

２．５执行机构的决策规则对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 ３．５高层领导的持续支持

２．６执行人员配置 ３．６执行官员的态度和领导技能

２．７其他行动者的正式参与倾向

　　资料来源：Ｐ．Ａ．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 （４），１９８０，ｐ．５４２。

三、政策效果预评估

根据我国国情及本文分析的需要，我们对马－萨综合模型进行了两处微调。其一，因本文中的
目标群体是组织而非个人，因此将涉及目标群体大小的 “目标群体占人口的比例”改为 “目标群体
的规模”。其二，因政治选举在我国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因此将涉及社会环境因素中政治性
团体支持的变量 “选民团体的态度和资源”改为 “利益团体和机构的态度和资源”。为了简便起见，
本文没有给马－萨综合模型的１７项变量赋予不同的权重，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给每个变量在０～５分
之间赋值。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 （ｃｅｔｅｒｉｓ　ｐａｒｉｂｕｓ），一个变量越是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分值
越高，反之分值越低。０～１分 （含１分）表示该变量非常不利于政策目标达成，１～２分 （含２分）
表示该变量比较不利于政策目标达成，２～３分 （含３分）表示该变量对政策目标达成的利弊影响相
当，３～４分 （含４分）表示该变量比较有利于政策目标达成，４～５分表示该变量非常有利于政策目
标达成。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三大类变量的平均分值，分别反映各类变量对政策目标达成的有利程度。
最后计算得出１７项变量的平均分值，用来预估总的政策效果：０～１ （含１分）分代表基本上不会有
成效，１～２ （含２分）分代表成效会很小，２～３ （含３分）分代表成效会一般，３～４ （含４分）分
代表成效会较明显，４～５分代表基本上会实现政策目标。

（一）问题的易处理性

１．１　技术的可用性，５分。我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大多数是在２００８年以后由民政部门或共青团
组织开发建设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部门及地方信息系统开始并入民政部负责的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中国志愿服务网。该网经多年建设，不仅技术成熟、操作简单、使用方便，而且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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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再加上 《新办法》和 《办法》等政策文件也都认可纸质载体作为变通方式，因此，对于开展志
愿服务的组织或单位来说，进行志愿服务记录本身并不存在技术难度。

１．２　目标群体行为的差异性，１分。与 《办法》将目标群体界定为志愿服务组织 （主要是合法
注册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等）不同，《新办法》与 《基本规范》保持一致，将目标群
体扩大为所有开展志愿服务的组织或单位。① 这也就是说，所有开展志愿服务的组织或单位，不管是
政府机关、人民群体、社会组织，还是企事业单位、社区居委会，都是 《新办法》的目标群体。这
些目标群体之间的异质性极强，其在志愿行动的目标设置和内在动机、志愿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志
愿者的管理和使用、服务对象的甄别和选取等与志愿服务记录相关的各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之
所以赋值１分而不是更低，是考虑到这些目标群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合法组织。

１．３　目标群体的规模，１分。２０１８年底，在中国志愿服务网上登记的志愿团体累计已达６９．７
万个，而这还不到当年提供过志愿服务的志愿团体１４３．３万个的一半。② 与已经提供服务的志愿团体
相比，潜在的目标群体数量又要大得多。仅群团类的基层组织全国就有５００多万个 （目前在中国志
愿服务网上登记的约占０．５％），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目前已接近９０万个 （目前在中国志愿
服务网上登记的约占１０％），城乡社区也超过６０万个 （目前在中国志愿服务网上登记的约占１１％），

而这些都是有可能响应文明委号召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之所以赋值１分而不是更少，主要是考虑
到较易受到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影响的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 （全国共１５０万家左右）开展志愿服务的
比例较高。

１．４　要求行为改变的程度，３分。志愿服务记录工作是相当繁琐的，志愿团体不仅要 “确认、

录入、储存、更新和保护”“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志愿服务信息、培训信息、表彰奖励信息、被
投诉信息等内容”（《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还要在 “记入志愿服务记录前，应当在本组织或机构
内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办法》第十四条），要应志愿者要求提供查询服务和出具志愿服务证
明 （《办法》第十七条），“需要增加志愿者其他个人信息的，必须征得志愿者本人同意”（《办法》第
六条），在 “发现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有明显错误、缺漏，或者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要求志
愿者修改、补充”（《新办法》第六条），及时、如实记录志愿者提供在本单位及其他单位接受的志愿
服务培训信息 （《新办法》第八条），在 “年度工作报告中如实反映开展志愿服务信息记录和志愿服
务记录证明出具工作情况，并向社会公开”（《新办法》第十八条），以及配合民政部门的 “抽查”和
提供相关资料 （《新办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对志愿团队的志愿服务记录工作要求如此之
多，如此 “系统”，难怪 《办法》要求志愿服务组织有 “专人负责”。赋值３分，是综合考虑了两方
面因素：一方面，尽管志愿服务记录工作较为繁杂，但一旦有专人负责，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
力进行学习和操作，因此改变志愿团体行为的难度并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志愿服务参与程度较高
的社会组织普遍面临人力资源短缺，③ 而开展志愿服务的企事业单位绝大多数只是偶然为之 （如仅在
每年学雷锋日搞次公益活动），因而不大可能派由专人负责。

以上４项的平均得分为２．５分，说明政策问题本身的解决难度一般，有利因素是技术简单可用、

行为改变程度不大，不利因素是目标群体规模巨大和目标群体行为差异显著。
（二）依法组织实施的法定能力

２．１　因果理论的恰当性，１分。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内在逻辑是，通过精确、忠实地记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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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奉献行为 （及附加的激励措施），推动志愿者更好地服务于服务对象 （《办法》第一条），更积极
地参加志愿服务组织的公益活动 （《新办法》第一条），从而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这其中的因果
关系如果要成立，就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志愿者非常在乎自己的志愿服务记录，或者是因为荣誉
感，或者是因为受到足够的激励；二是志愿团体非常乐意为志愿者记录服务，或者是出于想要留住
志愿者的目的，或者是因为记录行为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付出的代价，或者因为不愿承担因不记录或
记录不足而引起的损失。从绝大多数志愿者并不会主动要求记录志愿服务时长这一事实来看，第一
个前提基本上不成立。由于 《新办法》和 《办法》一样都没有针对志愿团体设计激励措施，而 《新
办法》第二十四条补充的惩戒条款事实上很难落实，因此第二个前提也基本不成立。总的来说，志
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内在逻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制定者没有围绕志愿团体利益设计因果
关系，二是围绕着志愿者利益设计的因果关系之前提基本上不成立。之所以还会赋值１分而不是更
少，主要是考虑到少量需要稳定志愿者常态服务的志愿团体有一定的内在动力为志愿者做服务记录。

２．２　政策指令的确定性，４．５分。在所有志愿服务制度中，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是始终受到重视、

最具有可操作性的：不仅有 《条例》作依据并得到中央文明委的支持，而且制定了专门的 《办法》

和 《基本规范》，《新办法》更是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总的看来，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目标是明确
和连贯一致的。之所以没有给足５分，是因为 《办法》和 《新办法》之间有差别，而且 《新办法》

第四条允许的多个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之间存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技术障碍。

２．３　财政资源的充裕程度，１分。上面提到，志愿服务记录是一件比较繁琐的工作，需要接受
过系统培训的专人负责才能做好。这就是说，志愿团体从事这项工作会产生一定的管理成本。目前
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实践中也没有任何补偿性措施。得不到补偿的管理
成本，对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的志愿团体来说显然是一个负刺激。① 之所以还是赋值１分，主要是
考虑到多数志愿团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频率不高，因此为记录志愿者服务而付出的管理成本较
低———平均每个志愿团体累计实施志愿服务项目仅为４．９２个，累计记录志愿者仅４３．１名。②

２．４　执行机构内及机构间的层级整合程度，１．５分。制定记录志愿服务信息和出具志愿服务记
录证明的办法，是由民政部牵头 （《条例》第十七条），但志愿服务记录工作并非仅由民政部门单独
管理。２０１２年以来，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中宣部、财政部、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

文化部 （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国务院均有涉及志愿服务记录内容的意见和办法出台。③ 尽管 《条例》

第五条规定了 “国家和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建立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志愿服务工
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和经验推广”，但就志愿服务记录而言，部门之间还没有进行明
确的权责界定与分工，因而也看不到各级文明办在执行层面上的协调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新办法》

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五条明确了民政部门如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但主要是针对志愿服务组织作出的，

而非针对所有开展志愿服务的单位或组织。民政部２０１２年出台 《办法》后，多数地方民政部门并没
有出台具有地方属性的志愿服务记录办法，出台实施细则的则仅有陕西省、重庆市、福建省以及浙
江省宁波市。据此，我们推断：（１）绝大多数地方民政部门对推动志愿服务记录工作的认同度并不
高；（２）绝大多数地方民政部门内部并没有针对 《办法》设立专门的 “执行机构”，而只是给负责志
愿服务工作的科室增加了监督管理志愿服务记录的任务或职能；（３）在民政等有关政府部门及人民
团体和群团组织内部，层级内部协调还是依靠现存的工作机制。综合上述情况，此处赋值１．５分。

８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第８１页。

中国志愿服务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ｃ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施从美、黄刚：《中国发展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建构———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视角》，《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第８１～８８页。



２．５　执行机构的决策规则对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０．５分。除了提供明确和一致的政策目标，
强化执行机构间的合作和给予充分的保障和激励措施外，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规定执行机构的决
策规则，使实施过程更加顺畅。但这种可能性在现有的政策文件中并未得到利用。这应该与缺少专
司志愿服务记录的执行机构有关。之所以还赋值０．５分，是考虑到志愿服务归口管理部门的个别领
导还是有可能因个人认知偏好而做出有利于推动志愿服务记录工作的决策的。

２．６　执行人员配置，１分。迄今为止，只有 《陕西省志愿服务记录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
（２０１４）设置了具体的、可以得到必要的经费补贴的志愿服务记录执行机构——— “记录机构”，并规
定记录机构的记录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后才能持证上岗。①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
执行机构就是志愿服务管理部门，但并未配置专门的执行人员。这意味着，执行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会增加相关人员的工作量，对于本来就人手紧缺的管理部门来说，对落实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缺乏热
情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２．７　其他行动者的正式参与倾向，１分。按照民政部的设想，志愿服务记录工作将在民政部的
统一部署下，由省级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具体操作和落实。② 中国志愿服务管
理部门众多，共青团中央、文化和旅游部 （２０１８年３月之前为文化部）、教育部、全国妇联、全国总
工会等都有自己的志愿者队伍和管理系统。这意味着，这些系统中的志愿服务记录执行人员的正式
参与对于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顺利推行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这些部门都是各自为战，而且多数
也缺少专门的执行机构和人员来参与志愿服务记录工作。之所以赋值１分，是因为各级文明办有一
定的部门间协调能力。

以上７项的平均得分为１．５分，说明现行法规政策所建构的实施能力比较不利于政策目标达成，
政策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缺乏因果联系、政策执行机构缺位和缺能是主要原因。

（三）影响实施的非法定变量

３．１　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３．５分。对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实施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加快捷的互联网和迅速普及的移动通讯工具，使志愿服务信息录入更加快捷和
方便；二是越来越多的人 （大学生、中小学生、移民等）受到志愿者激励制度的影响，更多志愿者
开始看重志愿服务记录，这反过来促使志愿团体更加重视志愿服务记录工作。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利
因素主要也有两点：一是社会资源流向志愿团体的渠道尚不畅通，二是制约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法
规和政策障碍还较多。这两个方面的不利因素导致 “大部分志愿服务组织规模小、注册资金不足、
缺乏相应专职人员和固定场所”，③ 从而削弱了志愿团体承担志愿服务记录工作任务的能力。

３．２　媒体对政策问题的关注程度，１分。媒体分为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两类。为简便起见，作
者仅在知网中输入主题词 “志愿服务记录”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２０１２年至今纸质媒体相关报道
仅有４５篇 （主题词换为 “志愿服务”则有１９１９篇），年均不到６篇。这些报道来自３２家报纸，其
中，《中国社会报》报道了１１次，《人民日报》和 《光明日报》各２次，其余报纸只报道了１次。据
此可以大致推断，媒体对于志愿服务记录的关注度不高，持续关注的更少。

３．３　公众对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１分。公众对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支持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
如给志愿团体定向捐款、协助志愿团体做记录、监督制度执行过程、评判制度实施成效、参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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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六年过去了，陕西省登记时长的志愿者也仅占注册志愿者总量的４１．９％，低于没有制定实施细则的北京的４８．５％。这说明，陕
西省的 “实施细则”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ｃ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
《民政部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函 〔２０１２〕３５５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２－１１／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２５８０６５．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文明办 〔２０１６〕１０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０７／１１／ｃ＿１１１９１９９１９４．
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



制度讨论、传播相关信息等。限于信息的可获得性，作者仅以 “志愿服务记录办法”为关键词在新
浪网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仅有１６０条微博信息，它们共被转发４６７次、评论１６１
条，平均每条微博被转不到３次，被评约１次。以 “志愿服务记录”为关键词搜索，发现７７３条微
博信息；而以 “志愿服务”为关键词搜索，发现７２９５１３０条。这些简单的信息也足以说明，公众对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３．４　利益团体和机构的态度和资源，１．５分。与志愿服务记录相关的利益团体和机构很多，大
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需要用志愿者服务信息来落实其志愿者激励措施的，如高校、共青团、宣传
部门、民政部门、志愿者协会、基金会、公益事业单位等；二是需要用志愿者服务信息来反映部门
工作业绩的，如志愿者协会、民政部门、妇联、企事业单位、文明城市创建机构、中小学校、社区
居委会等；三是需要利用志愿者服务信息开展研究、推动政策发展的，如科研机构、民政部门、财
政部门、文明委等。不过，这些相关利益团体和机构对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依赖不深，因为它们都
有自己的志愿服务信息收集方法和渠道 （如要求基层单位逐级上报），也因为它们决策时并不一定要
依据客观的事实 （如评选优秀志愿者时通过微信投票）。但正因为这些利益团体和机构对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依赖不深，它们也就不会积极支持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执行。之所以赋值１．５分，是因为还
是有少量利益团体和机构会遵守相关的政策规定。

３．５　高层领导的持续支持，３．５分。党政高层对志愿服务的高度重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
略定位高：２００８年，中央文明委就将志愿服务界定为 “长期开展的学雷锋活动的发展和延续”和
“新形势下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并将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项战略任务”。① 二是设置具体的发展指标：２０１１年，中央文明委制定的 《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对志愿服务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指标要求，即 “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
率≥９０％”和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建成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８％”。目前最新的 《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 （２０１８版）》则要求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地常住人口比例＞１３％，且有志愿服务时间记
录的志愿者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５０％。２０１１年，国务院颁发的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提出力争到 “十二五”期末 “８０％以上的社区党员和３０％以上的社区居民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注册社区志愿者达到本地区居民总数１０％以上”。２０１６年的 《城乡社区服
务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则要求 “到２０２０年，城乡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地区居民比
例达到１３％”。之所以仅赋值３．５分，是因为指标的设置缺乏科学理性的依据，而且高层也没有提出
具有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

３．６　执行官员的态度和领导技能，１．５分。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民政部门是 《办法》和 《新办
法》的政策执行机构，民政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是执行官员，而实际上承担具体任务的执行官员则
是县级及以下的民政工作人员。这些基层工作者通常是兼职的，而且监管志愿服务记录也不是他们
最重要的工作，甚至不是主要工作之一。因此，要求他们保持高度的工作热忱不切实际。另外，每
个县级民政部门１～２名负责志愿服务工作的行政人员要面对数百家配合意愿不高的志愿团体，② 即
便在负责任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开会和发通知的形式开展工作，发挥高超的领导技能的余地不大。

以上６项的平均得分为２．０分，说明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非政策因素总体上较不利
于达成政策目标，媒体、公众、利益群体和执行官员的动员不足是主要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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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０８〕６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ｅｎｍｉｎｇ．ｃｎ／ｚｙｆｗ＿２９８／ｚｌｋ／２０１０１１／ｔ２０１０１１０４＿

４５９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

目前我国共有２８５４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按照中国志愿服务网的即时统计，全国有志愿团体６９．６９万家，即平均每个县级单位
有２４４家志愿团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ｃ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而根据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２０１８年中
国就有志愿团体１４３．３万家，平均每个县级单位有５０２家 ［杨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第５８页］。



综合计算上述三大类１７项变量得出的平均值为１．９分，说明即便是在 《新办法》顺利施行后，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实施成效预期仍会很小。

表２　基于马－萨综合模型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实施效果预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值 政策效果预判

１．问题的易处理性

１．１．技术的可用性

１．２．目标群体行为的差异性

１．３．目标群体的规模

１．４．要求行为改变的程度

５

１

１

３

平均分 ２．５ 利弊相当

２．依法组织

实施的法定能力

２．１．因果理论的恰当性

２．２．政策指令的确定性

２．３．财政资源的充裕程度

２．４．执行机构内及机构间的层级整合程度

２．５．执行机构的决策规则对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

２．６．执行人员配置

２．７．其他行动者的正式参与倾向

１

４．５

１

１．５

０．５

１

１

平均分 １．５ 较不利于

３．影响实施的

非法定变量

３．１．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

３．２．媒体对政策问题的关注程度

３．３．公众对政策目标的支持程度

３．４．利益团体和机构的态度和资源

３．５．高层领导的持续支持

３．６．执行官员的态度和领导技能

３．５

１

１

１．５

３．５

１．５

平均分 ２．０ 较不利于

总评分 １．９ 实施效果很小

四、结论与思考

综合上节的分析结果，笔者预期，《新办法》实施后，目前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执行效果欠佳的局
面也不会有多大改观。相反，《新办法》的有些规定还将增加政策执行难度，例如：与 《办法》还基
本上将政策目标群体局限于志愿服务组织不同，《新办法》将目标群体扩大到了所有志愿团体 （组织
开展志愿服务的组织或单位），这无疑会使政策问题本身更加难于处理。包括 《新办法》在内的志愿
服务记录制度不会取得显著实施成效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就问题本身的难易程度
而言，制度设计者显然只看到了技术本身的可及性，明显低估了目标群体的规模、异质性和现实条
件下改变行为的难度。其次，在法规为执行提供的结构能力这一范畴，政策本身的连贯一致是最大
的长处，而政策设计最大的败笔则是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之间没有因果联系，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设
定政策执行机构和没有配置执行人员，这实际上使数以百万计的志愿团体同时兼具政策目标对象和
政策执行者的双重身份。再次，就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非法规因素而言，高层的重视是一大有利条
件，社会经济环境偏向有利但也有明显的问题，媒体的不关注和公众的不支持是重要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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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为不利的因素则是利益团体和机构的冷漠和执行官员的无助。
当前正在构建的各项志愿服务制度中，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是最为系统的。但从实施效果角度看，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设计显然还是不成功的。没有考虑目标群体的规模和异质性带来的执行难度，
既可能是因为制度制定者不了解相关情况，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习惯上就不考虑政策分解和执行的事。
从迄今为止的执行效果欠佳和 《新办法》相较于 《办法》还扩大了目标群体的范围这两点看，应该
是两方面原因都有。没有考虑到执行机构与执行人员对制度实施成效的重要性，既可能是因为制度
执行者习惯上就不考虑政策分解和执行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其所在政府部门缺乏必要的权限、资源
与能力。从制度制定者同样没有考虑制度实施需要财政资源这一点看，后一个原因也许产生了更为
关键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之间的因果关联是政策生效的前提条件，则既可能是
因为制度制定者缺少关注政策成效的习惯，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缺少制定政策所必需的基本常识和理
论素养，还有可能是因为学术研究缺位于政策制定过程。从学术界尚未就志愿服务记录是否有助于
提高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和推动志愿团体更规范地组织志愿者提供服务这一命题开展研究，而制度
制定者也没有关注何种激励政策能够改变目标群体不做志愿服务记录的习惯这两点来看，应该是三
方面的原因都发挥了作用。从前文的分析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低效运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文本
设计不善，而糟糕的制度文本又显然与制度设计者的能力和环境局限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志愿服
务记录制度不会是个案。近年来我国在社会治理领域出台的大量政策，其中有不少都存在实施效果
不佳的问题。笔者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撰写本文，也是为了引起社会科学界对政策执行过程研
究的重视。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和推行志愿服务记录系统，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但是，
在志愿服务激励制度———既要针对志愿者也要针对志愿团体———尚未生效的前提下，推进志愿服务
记录工作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有待实证检验。因为不符合志愿者和志愿团体需要的志愿服务
记录既无助于提高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也无助于推动志愿团体更规范地组织志愿者提供服务。如
果一定要完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以下几点意见值得深入考虑：（１）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不应该
将志愿服务记录界定为志愿团体的应尽义务，而应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负责志愿服务记录工作，当
然也可以吸收部分自愿且有能力的志愿团体加入，具体可以参考陕西省的实施细则；（２）设立执行
机构，必须解决运行经费和人员配置问题，当然也可以通过项目形式委托给地方的志愿者协会，前
提是志愿者协会有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正常的运行能力———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地方志愿者协会目
前还很少见；（３）文明委系统应该着实发挥好协调功能，至少在志愿服务记录事务方面改变目前的
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使权力归集于民政系统，否则即便设立了执行机构，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４）要么修订 《条例》，使其规约对象包含志愿服务组织之外的其他志愿团体 （但显然面临较大的立
法难度，因为很多志愿团体的组织化程度很低），要么修订 《办法》及 《基本规范》，使其规约对象
局限于 《条例》所定义的志愿服务组织；（５）制定并实施完善的志愿者和志愿团体激励制度，为志
愿服务记录制度奠定逻辑基础，如果完善激励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至少应该使目前的各种激励措
施建立在真实的志愿服务记录基础上；（６）建立志愿服务项目与志愿服务记录之间的关联制度，使
志愿服务记录成为志愿团体获得新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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